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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阐述的妇

女解放思想，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而更显其价值，并在现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新的现实回

应。通过系统梳理恩格斯关于妇女历史地位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两种生产”失衡是妇女深受压迫的

基础，社会化分工同样冲击着男女平等地位，而私有制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下滑。因此，

只有推动妇女回归公共事业、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并确保婚姻自由，才能真正促进妇女解放。恩格斯这

一兼具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理论体系，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更为女性解放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支撑，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引人类解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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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Engels’ system-
atic exposi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ideas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has become more valuable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gender equality issues in society 
and has received new practical responses in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practices. By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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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Engels’ history of the changes in women’s historical statu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m-
balance of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is the basis for women’s deep oppression, and socialized di-
vision of labor also impacts the equal status of men and women.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owner-
ship has exacerbated the decline of women’s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only by promoting women’s re-
turn to public service, advancing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hold chores, and ensuring marriage free-
dom can women’s liberation be truly promoted. Engels’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combines scien-
tific and revolutionary element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feminist theory, 
but also provided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women’s liberation.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
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guiding human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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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人是逐渐形成的，强调两性差异及女

性受压迫是社会造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批判性地吸收了

摩尔根和巴霍芬的研究成果，同时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系统考察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讨了“两种生产”理论和婚姻家庭、国家的形成过程。他沿用了摩尔根的历

史分期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大阶段，并进一步细分出低、中、高级阶段，指出人

类“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最后以此为线索梳理妇女历史地位变迁及社会根源，并为破解妇女问题

寻求解放路径。 

2. 妇女历史地位变迁 

家庭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女性在家庭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起源》中，恩

格斯基于对史前社会的系统考察，深刻揭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迁。他批判性地吸收了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历史分期方法，结合“两种生产”理论与社会分工理论，系统考察了不同社会发

展阶段所对应的婚姻家庭形式。通过系统框架的分析，恩格斯论证了婚姻家庭制度的演进与女性社会地

位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女性从属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变革的产物。

随着家庭与婚姻制度的变革，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变化。 
(一) 蒙昧时代妇女备受尊重 
恩格斯指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生产工具简陋，在早期人类原始社会阶段，生存压力迫使男女

“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1]: p. 35)共同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劳动成果归全体成员共有，这种生

产关系使男女关系相对平等，“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1]: p. 105)。男女平等地生活在

原始氏族部落当中，“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1]: p. 51)。
基于恩格斯在 1884 年第一版序言中提出的两种生产分工，即社会分工和自然分工标准，女性在家庭生

产、血统传承等方面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早期原始社会中“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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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所必需的工具”([1]: p. 177)，因其成果受自然条件限制而具有不稳定性。与此同时，女性通过采集野

生果实、根茎等食物资源，为氏族提供了相对稳定且持续的食物来源，从而维持了群体的生存稳定。此

外，女性还需承担与日常生存紧密相关的家庭劳动职能，包括但不限于“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

织、缝纫”([1]: p. 177)，这些劳动对于维持日常生活运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人口生产的维度上，女

性作为生育过程的直接承担者，在人类种群延续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原始社会早期，两性关系呈现群婚

制的原始形态，随着氏族组织的逐渐发展，出现了依照血缘关系辈分划分的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形

式，但这些家庭模式本质上仍属于群婚制的范畴。“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1]: p. 
35)，这种群婚制导致了后代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社会现象。“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

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因此“世系也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1]: p. 43)，进而催生了以母系为

中心确认世系传承关系以及早期继承制度的母权制社会结构。在蒙昧时代，即共产主义原始阶段，女性

“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2]: p. 46)。 
(二) 野蛮时代妇女地位下降 
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人类逐渐掌握农耕和畜牧技

术，生产方式发生了转变，劳动效率显著提升，直接促使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化，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一重大变革不仅重塑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

“家畜驯养和畜群繁殖”的出现，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来源”，“创造出了全新的社会关系”([1]: p. 
56)。“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1]: p. 180)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

男性因其体力优势在畜牧业生产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力量，而女性则更多地

转向家务劳动和辅助性生产活动。这种劳动分工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两性在家庭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

和地位。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交换从最初的偶然性行为逐渐发展为经常性活动，交换范围的扩大不

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剩余产品的积累和剥削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最终促使社会分化出

两大对立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

([1]: p. 180)，由于男性主导着劳动工具、“食物新来源”及奴隶的所有权，其“在家庭中占有比妻子更重

要的地位”([1]: p. 58)，逐渐超越女性成为家庭的核心。 
这种经济地位的转变与家庭婚姻制度的演进相互交织。“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能

“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1]: pp. 48-49)，随着人类对血缘婚姻危害认识的不断加深，

婚姻禁规日益严格，群婚制逐渐被对偶制取代。“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定了确实的生身父亲。”

([1]: p. 57)对偶制家庭确立了明确的父子关系，使人类社会首次实现了“既知其母，又知其父”的家庭结

构。可以说，对偶制家庭的产生为父权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男性在掌握经济主导权后，自然产生了改

变传统继承制度的强烈愿望。原有的母系继承制度已无法适应新的财产关系，男性要求由亲生子女继承

财产的诉求与母权制产生尖锐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导致母权制被彻底推翻，恩格斯将这一变革称为“女

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 p. 59)。而男性在社会和家庭地位中“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

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1]: p. 180)。 
(三) 文明时代妇女深受压迫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分工的深化，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与

农业的分离。这一变革促使社会交换活动日益频繁，并催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发

展不仅推动了私有财产的普遍化，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劳动逐渐被个

体劳动所取代，家庭作为独立经济单元的地位得到强化。妇女的劳动范围从公共空间逐渐退缩至家庭内

部，导致女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与男性的劳动价值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相比之

下，男性通过主导家庭经济生产和财产分配，获得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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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 p. 70)。“在家庭里，丈夫是资产者，而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3]，
最初的阶级压迫与对立催生了两性间的压迫关系，女性由此沦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 

当母系社会逐渐被父权制度取代时，传统的对偶制婚姻家庭模式也随之转型，最终形成了以男性为

主导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结构。这种新型婚姻制度的确立，实质上是男性为确保财产由亲生子女继承而强

加给女性的单方面义务。因此，社会对女性提出了严格的贞洁要求，形成了单方面约束女性的“妻子专

偶制”([1]: p. 81)，以此“生育有确凿无疑生父的子女”([1]: p. 65)。相比于早期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的

家庭关系明显更为稳定，且“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只能由丈夫可以解除”([1]: p. 65)。这种制度设计

的本质是恩格斯所批判的“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1]: p. 67)。在专偶制家庭中，女性的社

会角色被简化为其婚内子嗣的生育者、“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1]: p. 67)。男性通过掌控

家庭经济权力，确立了对妇女的绝对支配地位，女性“逐渐被贬低、被奴役”，成为“丈夫淫欲的奴隶”

和“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1]: p. 59)，沦为家庭的附属品。 

3.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中，女性议题始终作为亟待深入剖析的社会议题，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了多维度的深刻影响。诚如欧文所说：

“私有财产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4]深入探究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可以发

现其主要源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工

差异与私有制产生。这种不平衡和差异，共同塑造了妇女在社会中受压迫的局面。 
(一) “两种生产”失衡奠定压迫基础 
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

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生产的

工具；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 p. 4)。这两种生产形式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共同

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

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5]: p. 15)。它不仅决定了人

与自然的关系，还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塑造了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

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1]: p. 4)而人自身的

生产作为种族延续的根基，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社会，因群婚制下只能确定母系血缘关系，女性在母权

制氏族中占据较高地位，“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1]: p. 
4)。但随着冶炼金属、驯养动物等生产力的提升，男性凭借体力优势掌控物质资料生产，女性的生产活动

逐渐被局限在家庭内部，其劳动的公共性质丧失导致社会地位下降，从而揭示了女性地位变迁的经济根

源。 
恩格斯认为，两种生产的不平衡是导致女性地位衰落的重要原因。当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而人自身的生产退居次要地位时，女性作为人口繁殖的主要承担者，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被弱化。

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男性在社会分工中作为物质生产的主

要劳动力，其作用愈发重要。而女性所从事的家庭生产活动因不具有商品属性，无法融入社会总生产领

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这种两种生产关系的不平衡，使得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从属群体，失去了

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 
美国哲学家温迪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两种生产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共

同推动社会发展。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公共社会活动与家庭私人活动分离，家庭私人活动的作用被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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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两种生产关系出现失衡，导致女性家务劳动失去社会价值，“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5]: p. 72)。
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的研究中，恩格斯发现妻子常被视为照看家务的物品，其地位低下。这种现

象反映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的地位随着两种生产失衡而逐渐衰落。恩格斯指出，物质财富创造与人口

繁衍在历史进程中呈动态消长关系。当生产力处于低水平阶段，物质生产受限时，社会制度更依赖血缘

纽带维系；随着生产力提升，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塑造力增强，而人口生产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力相对

弱化，即“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社会财富就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

关系的支配”([6]: p. 31)。他强调劳动是人类进化根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 p. 30)，物质财富的获

取依赖劳动实践，而人口繁衍又为物质生产提供必要劳动力，二者构成社会发展的双重驱动力。 
(二) 社会化分工冲击男女平等地位 
在探究妇女受压迫的历史根源时，社会化分工对男女平等地位的冲击是一个关键因素。 
在《起源》中，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1]: p. 70)，这种

分工最初表现为男性负责狩猎、捕鱼和保卫氏族安全等外部活动，而女性则负责管理家务、分配食物等

家庭内部事务。在这一阶段，男女在各自领域内发挥主导作用，性别地位相对平等。 
随着家庭结构从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社会分工也经历了三次重大演变。第一次分工是游牧部

落的兴起，形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5]: p. 161)的对立关系。这次

分工创造了阶级对立的物质条件，并通过经济联系为民族共同体取代血缘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动力。这不

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社会关系裂变的开端。第二次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推动了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个人占有，导致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第三次分工是商人的出现，标志着以商品交换

为核心的经济模式的形成。这些分工变化促使社会从集体劳动转向个体劳动，家庭成为基本经济单位。

在分工深化的背景下，男性因在生产资料获取和商品生产中的核心地位，逐渐掌握了家庭财富的控制权。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得以强化，而女性则逐渐失去对家庭资源的支配权。恩格

斯认为，“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

规则”([5]: p. 191)。分工的演变不仅加剧了男女关系的不平等，还催生了阶级对立，使社会关系逐渐演变

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结构。他强调，分工的细化和私有制的形成是女性地位下降、男性统治确立的关键因

素，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对性别关系的塑造作用。 
(三) 私有制加剧妇女社会地位下滑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改变了人际关系，使社会群体因物的关系分化为对立阶级，导致资本主义

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集体生产生活

变为单个家庭，女性因生理特点承担的生育和家务劳动被归入家庭私人领域，“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

共的性质”([2]: p. 87)，成为辅助男性的从属性活动，甚至被视为无偿劳动。男性则主导着物质资料的生

产活动，掌控家庭财产的归属权及管理权。而财富的积累使他们希望将财产传给亲生子女，一夫一妻制

婚姻制度形成，女性沦为男性生育工具，失去独立自主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类似论述，认为所有制产生导致劳动及劳动产品分配不公，家

庭中妻子和儿女成为丈夫的私人所有物，女性处于劣势，无法全面发展和解放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社会压迫与家庭奴役并存，婚姻关系被金钱纽带取代，女性无法自主选择爱情伴侣，被当作商品，失去

社会自主权和地位。“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

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 p. 70)在《起源》中，恩格斯揭示了资

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女性群体的压迫根源，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男性的地位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土地和生产资料归男性所有，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

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1]: p. 84)。女性被物化为一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55


李嘉莉 
 

 

DOI: 10.12677/acpp.2025.147355 171 哲学进展 
 

种附属于男性的“商品”。在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模式与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限制下，女性面临着日益

严重的性别不公平问题，逐渐处于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注定了妇女遭受男人压

迫。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7] 

4. 妇女解放的现实路径 

妇女解放不仅涉及社会参与平等与思想觉醒，还需突破社会分工等多重束缚。为破解当时妇女困境，

恩格斯主张从过往发展脉络中挖掘线索，并结合历史情形，通过推动妇女回归公共事业、推进家务劳动

社会化及确保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等现实路径探寻可行妇女解放的办法。 
(一) 推动妇女回归公共事业 
恩格斯在分析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关于家庭制度演变的研究时指出，妇女劳动的内容在公有制氏

族社会和私有制家户经济中虽然相似，但其劳动的性质却存在本质差异。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在氏族社

会中被视为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5]: p. 69)，这种性质赋予了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

私有制的经济条件下，“料理家务事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成为了一种私人的服务”([1]: p. 79)。这

种转变的关键在于，男性通过占有社会生产将其所创造的财富私有化，而女性因局限于非生产性的家务

劳动而丧失了经济自主权，进而形成其受压迫和奴役的历史根源。 
基于这一经济角度的分析，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

业当中去”([1]: p. 80)。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客观上为这一转变创造了条件：当男性劳动力无法满足大

工业生产需求时，女性得以大规模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这种参与一方面使女性突破了家庭空间的局限，

通过职业活动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化确认；另一方面改变了家庭内部的财产分配格

局，打破男性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妇女广泛参与公共劳动，不仅能够帮助她们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

再局限于家庭角色，而是通过工作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拓展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使她们的价值不

再仅仅依赖于家庭贡献，而是通过劳动获得社会认可。同时，这也能改变家庭内部财富主要由男性掌控

的局面，增强妇女的经济独立性，从而提升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参与公共劳动，妇女能够获

得来自家族和社会的更多肯定，实现了从“家庭角色”到“社会生产者”的身份转变，其社会价值得到了

普遍承认。 
(二) 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推动妇女解放的有效策略。通过重新分配家庭内部劳动，使女性能够充分参与社

会生产，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从而实现真正的解放。 
传统家庭分工将女性束缚于私人领域的无偿劳动，这种劳动形态不仅限制了她们参与公共事业的机

会，更实质性地削弱了其在家庭经济结构中的平等地位。工业化为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创造了客观条

件，“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

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

履行家庭中的义务”([5]: p. 87)。这种两难处境揭示了隐蔽的家务奴役制度对女性发展的制约。要打破这

一困境，必须将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化体系，通过市场化服务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一方面为职业女性腾

出更多时间参与社会生产，另一方面使专职家务劳动者通过服务市场化获得独立经济来源。恩格斯特别

强调，“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

时候，才有可能”([5]: p. 181)。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重构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更通过将私人服务转化

为公共生产活动，为女性经济独立奠定了制度基础，最终促成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化。 
(三) 确保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 
在私有制主导的对偶制婚姻制度下，婚姻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特征。这种制度通过畸形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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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对女性实施双重压迫，既在经济层面消解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又在单方面禁锢了女性的性爱自主权。

男性依然保留着群婚制遗留的性自由特权，而女性则被完全剥夺了这一权利。 
由于女性被排除在财产所有权体系之外，其在择偶过程中往往面临两种困境：要么完全丧失选择权，

由父母包办婚姻；要么出于经济考量，被迫依附于拥有私有财产的男性。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种权

衡利害的婚姻，在这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为粗鄙的卖淫”([1]: p. 81)。在这种交易式婚姻中，妻子与职

业卖淫者的区别仅在于交易时限的长短——前者通过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永久出卖身体自主权，沦为家

庭中的奴役对象。 
恩格斯认为，要实现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真正自由，首要条件是赋予女性财产所有权，使其获得经

济地位上的独立。只有当女性摆脱物质条件的束缚，以纯粹的情感需求作为婚姻基础时，这种选择才能

称得上是真正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发现这种“人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现呈现出阶级差

异性。相较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群体更早地实践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自由。他进一步强调，“结婚

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

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

了”([1]: p. 89)。这意味着两性关系的彻底解放必须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婚姻才能真正回归其本质。届时，两性关系将实现真正

的平等，人们在选择伴侣时将超越物质考量，纯粹以精神契合和情感共鸣作为婚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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